
2006—2018年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演变

周 麟1，古恒宇※2，何泓浩3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006；2.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3.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摘 要：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06—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数

据，通过甄别不断嬗变的区域创新格局，梳理错综复杂的区域创新网络，揭示“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结构的演

变历程。主要结论包含：①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整体上存在两个演变趋势：一为南北分异的持续显现，二为区域创新

“菱形构架”的日益稳固。②重点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迥异。南方城市群创新分布趋向均衡，各城市群内部创新

能级差异逐渐缩小，合作与日俱增。北方城市群则出现极化趋势，不仅城市群内部创新分异加剧，合作减少，城市群

之间合作也相对乏力。③中国区域创新结构兼具集聚经济与跨区域协同的双重特征，一小部分创新增长极不仅集

聚着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也扮演着越发重要的中枢角色。随后，文章从抑制南北创新分异、建

立更加有效的城市群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成都与成渝城市群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构建

数字化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等方面，对中国区域创新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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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network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aiming at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structure from 2006 to 2018.

The findings of the paper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 Firstly,the results unveil two trends in the patterns of innovation:

increased North-South differentiation, and a notable "diamond" structure. Secondly, primary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presented distinct patterns in innovation,where southern cities show a balanced trend in their innovation,with narrowing

in the gap and more frequent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n contrast,northern cities exhibit a highly concentrated pattern not

only represented by an increased difference in inner-agglomeration, but a decreased in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oth in

inner-agglomeration and inter-agglomeration. Thirdl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cluster an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 are seen in playing a role in China's innovation pattern, where a few areas as the innovation pole have

concentrated massive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become more crucial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We

further put forwar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n suppressing the difference in

innovation betwee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the South,establishing a more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for urban agglomerations,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Chengdu and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cience Centre,and

building digital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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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密钥，是国家发展的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

直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心脏位置，并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提出应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加快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冲破中

等收入陷阱迷雾，维护国家安全与提升国际竞争力

的中坚动力。

区域创新结构作为创新的空间投影与区域协

调发展的创新基底，其合理配置与优化对于提升区

域创新效能，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至

关重要，其由两个核心要素构成，一为“节点”，即创

新发生地，二为“流”，即“节点”间的创新合作与知

识流动［1-2］。它的研究发轫于1990年代，随着Free⁃
man、Krugman、Audretsch等聚焦创新、知识溢出与

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1，3-4］，来自地理

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将创新置于区域发

展，议题包括创新与集聚经济［3，5-6］、区域创新与知

识溢出［7-8］以及区域创新集群［9-10］等。然而，既有文

献多从“节点”与“流”之中选其一展开讨论，鲜有研

究兼顾两者。区域创新结构是“节点”与“流”在地

理、经济与社会空间不断沉淀、交织与嵌入的产

物［2，11］。同时，在中国，区域协同创新正在成为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其不仅倚赖创新主体的

创新能力，更倚赖主体间优势互补、分工得当的合

作网络。显然，“节点”与“流”在这之中缺一不可。

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未包含香港、澳门与台湾）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基

于 2006—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数据，通过描绘不

断嬗变的区域创新格局，梳理错综复杂的区域创新

网络，揭示“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结构的演变

历程。这不仅有助于从区域视角理解中国的创新

发展，探索是否存在亟待解决的区域创新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还将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区域

创新体系构建提供决策依据。

1 文献述评

自 Polanyi提出知识的默会特性以来［12］，知识

学习、传播与溢出等涉及“关系”与“空间”的行为便

被视为创新的关键环节［7,13-15］，诸多学者以此为基

础对区域创新结构展开讨论。

首先，上述行为隐含的距离衰减特性与区域创

新格局之间的关系广受关注，且观点较为一致，即：

受距离所限，创新在空间上趋向集聚分布，少数高

能级创新“节点”承载了绝大多数的创新活动［3，16］。
Davis等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判定创新更易发生

在大城市，且会随城市规模扩张而出现累积因果循

环效应［8］。Keller、Kogler等在对美国与欧盟的研究

中发现创新活动的集聚程度较经济活动更高［17-18］。
Crescenzi等对中国、印度、美国与欧盟的区域创新

结构进行对比，认为制度环境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的差异使得创新活动在中、印的集聚程度远高于

美、欧［19］。在中国，方创琳、周锐波等认为“沿海—

内陆”创新鸿沟在近年来趋向扩大［20-21］。刘汉初等

进一步指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少数相对发达

省市汇聚了绝大多数的创新资源［22］。
其次，随着网络科学与区域科学的交织，知识

的空间流动受人瞩目，聚焦“流”的区域创新网络研

究由此兴起。Freeman、Menzel等将创新网络视为

推动区域创新的制度安排，其链接基础是创新主体

间的创新合作需求［1，23］。Powell、Liefner等认为尽管

知识溢出存在距离衰减特性，但引发创新的关键溢

出却多源于跨区域网络赋予的超本地效应［24-25］。
Bathelt、Terwal等分别聚焦美国与德国的生物医药

创新合作网络，发现随着“远距离”合作的日益频

繁，地理邻近对于知识流动与创新的影响逐渐减

弱［26-27］。Hennemann等则在对全球创新合作网络

的刻画中发现创新合作对于行政边界与地理距离

仍具有强依赖性［28］。在中国，周灿等提出区域创新

网络的择优连接特征，即：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城市

均偏好与创新强市合作，并将其总结为区域创新的

空间依赖性［29］。段德忠、孙天阳等论证了京津冀、

珠三角与长三角等三大城市群在中国区域创新网

络中的中枢位置［30-31］。
既有研究围绕区域创新结构的理论架构、存在

特征与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讨论。然而，若从中国

语境出发，仍有几个议题亟待探讨：①近年来，在

东、中、西差异趋于收敛的同时，中国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性出现“南快北慢”“南升北降”的新特征［32］。
然而区域创新的南北分异研究仍较为匮乏，南北创

新能力是否如区域经济发展般面临日益增长的结

构失衡困境？这亟待探讨。②以城市群为主体推

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协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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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路径。然而既有文献多围绕京津冀、长三角与

珠三角等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展开讨论，其他城

市群较少涉及。站在区域视角，不同城市群内部的

创新结构是否迥异？城市群间的创新合作网络具

备哪些特征？这亟待探讨。③邻近，特别是地理邻

近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已被学界所公认。然而信息

化时代，一些侧重网络研究的学者认为跨区域、远

距离创新合作的兴起使得距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这一创新空间悖论在中国区域创新结构中是否存

在？这亟待探讨。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选取能够代表原创知识生产，反映高质量

技术创新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区域创新能

力［6，22］，并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www.chinaip.com.
cn）公布的2006—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来

探讨中国“十一五”以来区域创新结构演变。每一

宗授权数据包含授权时间、地址、机构及引用机构

等属性，经过数据抓取、清理与坐标匹配，共获取

193.63万宗授权数据，并逐年汇总至 338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为了识别区域创新网络，进一步提取

20.01万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合作授权专利，

并将创新主体间的关系按照专利归属地转换为各

城市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基于专利第一授权机构与

合作授权机构所在地区，逐年构建有向加权矩阵。

为了归纳总结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

征，本文将 2006—2018年按照五年计划划分为三

个阶段，即：2006—2010年（“十一五”时期）、2011—
2015年（“十二五”时期）与 2016—2018年（“十三

五”时期）。

2.2 研究方法

22..22..11 赫芬达尔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HIHHI））

作为度量产业市场集中度的重要指标，HHI用
于揭示不同区域、城市群内部的创新空间分异，公

式如下：

HHI =∑
i = 1

N

( )Xi X
2

（1）
式中：X为特定区域的专利授权总量；Xi为城市 i的
专利授权数量；N为特定区域包含城市数量。

HHI ∈ [ ]1 N, 1 ，当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区域内某一

城市时，HHI趋近于 1；当创新活动趋向平均分布

时，HHI趋近于 1 N。HHI对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

赋予更大的权重，进而对其占比变化的反应较为敏

感，可客观反映区域创新能力分异，并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某些城市的创新“垄断”。

22..22..22 空间自相关空间自相关

作为识别社会经济要素集聚与离散特征的重

要方法，空间自相关用于刻画创新活动的时空格

局。首先，运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检验区域创新

格局是否具备空间自相关特性，公式如下：
Global Moran's I

=
n∑
i = 1

n∑
j = 1

n

wij ( )xi - x̄ ( )xj - x̄

( )∑
i = 1

n∑
j = 1

n

wij∑
i = 1

n

( )xi - x̄ 2
( )i ≠ j （2）

式中：xi、xj分别为城市 i和 j的授权专利数量；n为城

市数量；Wij为标准化后的空间权重矩阵，研究采用

Queen矩阵，即：当城市 i和 j的边或顶点相邻时，Wij

=1，否则Wij=0；i=1，2，…，n；j=1，2，…，m；m为与 i相
邻的城市数量；x̄为 x的平均值。Global Moran's
I∈ [ ]-1,1 ，I＞0表示空间正相关，即创新活动在地

理空间上具备集聚特征，I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I
＜0则表示空间负相关，I值越接近-1，离散程度越

高；I=0则表示没有空间相关关系，即创新活动随机

分布于各个城市。

随后，运用 Local Moran's I度量每个城市专利

授权量与相邻城市授权量的关联程度，并对创新活

动的空间集聚与离散格局进行识别，公式如下：

Local Moran's I =
n ( )xi - x̄ ∑

j = 1, j ≠ i

n

wij ( )xj - x̄

∑
j = 1, j ≠ i

n

( )xj - x̄
（3）

式中：各变量含义与式（2）相同，城市按照Local Mo⁃
ran's I数值可分为四类：①高—高城市，即专利授权

量高于区域平均值，邻接城市平均值亦如；②低—

低城市，即专利授权量低于区域平均值，邻接城市

平均值亦如；③高—低城市，即专利授权量高于区

域平均值，邻接城市平均值低于区域平均值；④低

—高城市，即专利授权量低于平均值，邻接城市平

均值高于区域平均值。

22..22..33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使用强度中心性方法测度区域创新网络结构。

考虑到本文构建的专利合作网络为有向网络，节点

的入度、出度和出入度公式如下：

din ( )i =∑j
aji （4）

dout ( )i =∑j
aij （5）

dtotal ( )i = din ( )i + dout (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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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n ( )i 为节点 i的入度；dout ( )i 为节点 i的出度；

dtotal ( )i 为节点 i的出入度；aij、aji分别为网络邻接W

中（i，j）和（j，i）元素，表征边的邻近性。

社区发现（模块度）旨在划分网络集群，其核心

思想是将连接得较为紧密的节点划分为一个集群，

这样模块度值就会增大，因此划分集群的过程就是

最大化模块度值的求解过程［29，33］。本文运用模块

度识别区域创新网络蕴含的“板块”，公式如下：

Q = 1
2m∑i, j

é
ë
ê

ù
û
úAij - kikj2m δ ( )ci, cj （7）

式中：Aij 为城市 i与 j之间的专利合作授权数量；

ki =∑
j

Aij为城市 i的专利合作授权总量；ci为城市 i

所属社区；δ ( )ci, cj 用来判定城市 i与 j是否属于同一

社区；m = 12∑i, jAij为网络中的专利合作授权总量。

Q ∈ [ -1,1]，越趋近 1，社团划分质量越高，稳定性

越强［34］。

3 区域创新格局演变

3.1 区域间创新分异

“十一五”以来，中国创新步履飞快，发明专利授

权量由 2006年的 22 295宗增至 2018年的 337 648
宗，特别是在 2014年之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深入实施，各地创新能力跃迁尤为显著（图1）。
以秦岭—淮河线与青藏高原边缘线作为分界

线，将中国划分为南、北方进行分析①（图略）。由图

1可知，南北创新分异在 2006—2018年持续加剧，

其发明专利授权比由2006年的53.115∶46.885逐步

拉大至 2018年的 64.468∶35.532。考虑到首位城市

对于区域创新的重要性，本文尝试甄别剔除首位城

市后的创新分异（南方为上海、深圳交替领先，北方

则为北京一枝独秀），结果表明：北方在剔除北京后

的创新劣势越发明显，其授权比在 2006年便陡降

至 41.502%，且在后续年份持续下滑。2018年，剔

除首位城市后的南、北方授权比已达 72.907∶
27.093（图2）。

将目光聚焦于城市群与城市。首先，基于“十

三五”规划对各城市群发展阶段的界定与国家发改

委实际批复城市群情况，选取10个重点城市群（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

关中、中原、成渝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分析。由

表 1可知，重点城市群对于区域创新发展至关重

要，其在不同时期均以约20%的国土面积承载着约

90%的创新活动。其次，本文发现城市维度的区域

创新格局存在长尾特征。在不同时期，约90%的发

明专利诞生于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20%（67个）

的城市，至少有超过50%的发明专利诞生于发明专

利授权量排名前 5%（16个）的城市。北京、上海与

深圳作为稳居前 1%的 3个城市，在“十一五”时期

甚至拥有全国近40%的发明专利（表1）。
表1 不同时期重点城市群与部分城市发明
专利授权量占总量比(%)

Tab.1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granted in key city clusters and some c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

重点城市群

前1%城市

前5%城市

前20%城市

2006—2010
89.586
38.523
68.694
90.962

2011—2015
89.463
30.570
61.788
88.877

2016—2018
90.039
26.800
55.995
88.789

3.2 区域内创新分异

通过HHI探讨区域内创新分异（表 2）。就南、

北方而言，前者区域创新格局的均衡性不断提升，

HHI由“十一五”时期的0.090降至“十三五”时期的

0.040。后者的创新分异则相对明显且稳定，HHI在
三个时期分别为0.187、0.173与0.179。

南、北方重点城市群内部的创新分异与演变趋

势同样大相径庭（表 2）。从“十一五”到“十三五”，

南方各城市群的HHI均在下降。特别是长三角与

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与创新发展的引领城市群，

两者HHI分别从“十一五”时期的 0.200、0.540降至

“十三五”时期的0.098、0.263，在整体创新能力不断

①按照秦岭—淮河线与青藏高原边缘线进行划分，南、北方均包含169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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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6—2018年全国及南、北方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Fig.1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granted nationwide

and in the South and North from 2006 to 2018



增强的同时，两区域内部的创新活动分布也在趋向

均衡。相比而言，除中原城市群外，北方各城市群

的HHI均在上升，区域创新分异越发明显，京津冀

与关中城市群的 HHI在“十三五”时期甚至达到

0.671、0.834，北京、西安作为两区域的首位城市，发

明专利授权量占总量比已超80%。

3.3 区域创新格局的集聚与分散特征

总体来看，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在不同时期均存

在正向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指数由“十一

五”时期的 0.047增至“十三五”时期的 0.118，创新

活动越发趋向集聚分布。同时，如图 3所示，中国

区域创新格局在 2006—2018年还具备三个全时性

特征：一为南北分异，二为创新能力由沿海向内陆

逐级递减，三为沿海城市群与内陆中心城市引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

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其区域创新格局演变出

现路径分岔（图3）。在京津冀，北京、天津与河北各

市的创新能级差距趋向固化，三者发明专利授权量

在各个时期的比值稳定在 8∶1∶1，甚至，张家口、承

德、唐山、保定等环京津城市长期位于低—高城市

梯队，称得上是“毗邻高山的沟壑”。相比而言，珠

三角具备“步步为营”式的演变特征，不仅广州、深

圳的创新活动越发活跃，佛山、东莞、珠海等地的发

明专利授权量也在快速增长，整个城市群的高—高

城市由“十一五”时期的1个增至“十三五”时期的6
个。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群，区域

协同创新态势良好，这突出地体现在高—高城市的

逐步增多与高—低城市的日益减少上，高—高城市

数量在“十三五”时期已达 15个，远超全国其他区

域，而一条以上海、合肥为始终点，串联苏州、无锡、

南京等多个“节点”的高能级创新走廊也已显现。

此外，西南地区的创新发展持续向好（图 3），成都、

重庆势头强劲，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创新增长极，南

宁、昆明、贵阳等省会城市展现了稳中有升的创新

实力，绵阳、柳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创新能级也

出现跃迁。

4 区域创新网络演变

4.1 网络层级结构

通过城市间发明专利合作授权关系揭示区域

创新网络的层级结构。从“十一五”到“十三五”，中

国的创新“流”越发致密，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到区

域创新合作中。同时，部分承载大量创新活动的高

创新能级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同样扮演着关键

角色，且合作范围持续扩张（图 4，表 3），区域创新

网络中心（出入度位居全国前十的城市）的出入度

总量由“十一五”时期的1 001跃增至“十三五”时期

的 2 365。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稳定、明晰的“菱形

构架”在区域创新网络中涌现（图4），北京、深圳、成

都、上海作为“菱形”顶点，出入度优势日趋明显，且

一直扮演衔接“菱形”内外的枢纽角色。“菱形构架”

内的网络致密程度则远高于构架外，并形成了由武

汉、南京、广州、苏州、重庆及天津等重点城市群引

领城市为支点的若干次级网络。

为了识别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中心—腹地”结

构，本文提取各城市创新合作最为紧密的首位、前

三位城市进行网络分析（简称Top1、Top3网络）。表

3展现了北京日益稳固的国家创新心脏地位，其在

Top1、Top3网络中的腹地城市数量快速增加，“十三

五”时期分别达到 189、257个。在另外两个全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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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2018年南、北方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比
Fig.2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granted in the South and North in 2006-2018

表2 不同区域、城市群发明专利授权量HHI指数
Tab.2 HHI of invention patent gra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city clusters

南方

北方

京津冀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

区域

-
-

北方

北方

北方

北方

北方

南方

南方

南方

南方

南方

2006—
2010
0.090
0.187
0.621
0.147
0.367
0.277
0.688
0.200
0.540
0.290
0.393
0.175

2011—
2015
0.054
0.173
0.658
0.148
0.407
0.251
0.772
0.122
0.389
0.257
0.370
0.164

2016—
2018
0.040
0.179
0.671
0.182
0.412
0.234
0.834
0.098
0.263
0.247
0.366
0.161

变化趋势

下降—下降

下降—上升

上升—上升

上升—上升

上升—上升

下降—下降

上升—上升

下降—下降

下降—下降

下降—下降

下降—下降

下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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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中心的角逐中，深圳的中枢作用逐步赶超上

海，不仅全国第二的位置逐渐稳固，“势力范围”也

在快速扩张。成都、南京、杭州、广州等高能级创新

城市也是诸多城市创新合作的首选地，特别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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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制作，底图无修改。图4~图5同。

图3 不同时期区域创新及其Local Moran's I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ts Local Moran's I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4 不同时期区域创新网络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表3 不同时期网络中心（出入度）与Top1、Top3中心（腹地数量）
Tab.3 Network centers（degree of access）and Top1，Top3 centers（number of hinterlands）in different periods

2006—2010
网络中心
（出入度）

北京（228）
上海（153）
深圳（100）
南京（89）
成都（87）
天津（79）
杭州（78）
广州（70）
武汉（60）

苏州/长沙（57）

Top1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99）
上海（31）
深圳（15）
天津（11）
长沙（11）
杭州（11）
广州（10）
成都（9）
昆明（8）
苏州（8）

Top3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145）
上海（77）
深圳（43）
杭州（31）
南京（27）
天津（24）
成都（23）
广州（19）
沈阳（15）

长沙/青岛（13）

2011—2015
网络中心
（出入度）

北京（440）
上海（261）
深圳（255）
成都（224）
南京（203）
武汉（177）
广州（173）
天津（157）
杭州（148）
苏州（146）

Top1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131）
深圳（30）
上海（23）
成都（20）
广州（20）
武汉（14）
昆明（13）
南京（11）
杭州（10）
青岛（9）

Top3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236）
深圳（84）
上海（82）
成都（48）
南京（40）
武汉（35）
广州（34）
杭州（30）
济南（27）
天津（26）

2016—2018
网络中心
（出入度）

北京（488）
深圳（296）
成都（277）
上海（250）
武汉（194）
南京（185）
广州（182）
天津（170）
苏州（163）
西安（160）

Top1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189）
深圳（26）
成都（14）
佛山（10）
昆明（8）
南京（8）
武汉（8）
上海（7）
广州（7）
长沙（6）

Top3中心
（腹地数量）

北京（257）
深圳（106）
成都（60）
上海（54）
武汉（37）
南京（36）
广州（27）
杭州（26）
西安（23）
苏州（21）



都，作为“菱形”顶点，其腹地城市数量增幅明显，在

“十三五”时期已成为仅次于北京、深圳的 Top1、
Top3网络第三中心。同时，本文发现若剔除首位城

市，“中心—腹地”结构的南北分异程度进一步加剧

（表3），位列Top1、Top3网络中心的北方城市由“十

一五”时期的1、3个降至“十三五”时期的0、1个，腹

地城市数量则由“十一五”时期的11、52个降至“十

三五”时期的0、23个。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除北京外，北方城市在区域创新合作中的集体

失势。

4.2 创新社团识别

通过社团发现识别区域创新网络蕴含的“板

块”（图5）。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社团划分结果

变化较大，且社团数量逐渐减少。两个分别以南、

北方为根基的、兼具集聚连片与孤岛链接特征的、

跨越自然地理与行政边界的大社团（社团 1、社团

2）正在主导中国的区域创新网络。得益于北京“一

枝独秀”的网络辐射力，以北方为根基的社团 1规
模在“十三五”时期向南、西大幅扩张，而以南方为

根基的社团 2则呈现“过山车”式震荡进程，其在

“十二五”时期快速扩张，但在“十三五”时期却出现

大幅萎缩，诸多原有包含城市被划入社团1。
同时，部分重点城市群的城市存在“同群不同

团”特征，特别是在南方。如长三角南、北两岸的城

市一直处于不同社团；成都、重庆作为成渝城市群

的双核，一直处于不同社团等。北方城市群则相对

整齐划一，特别是在“十三五”时期，其基本从属于

社团 1。这是否意味着南、北方重点城市群之间及

其内部的协同创新关系也存在一些差异？

4.3 城市群协同创新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群创新合作有向矩阵（纵轴为合

作主导城市群，横轴为合作参与城市群）来探索重

点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的协同创新关系（表 4~表

6）。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作为创新能级最强的

城市群，亦是城市群协同创新的中流砥柱，特别是

京津冀，在“十三五”时期，其已成为除珠三角外各

城市群的首要创新合作伙伴，与山东半岛、哈长与

海西城市群的合作占比甚至超过三者主导合作专

利总量的 40%。相比而言，长三角、珠三角的中枢

作用虽较其他城市群优势明显，但在“十三五”时期

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且与京津冀的差距在拉

大。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一五”到“十三五”，成渝

城市群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中枢作用不断增强。

同时，本文发现北方城市群主导的创新合作均

非常倚赖京津冀，另外 4个城市群协同乏力，特别

是在“十三五”时期，其两两之间的合作占比均低于

各地主导合作专利总量的 5%。相比而言，南方各

城市群的创新合作日趋频繁，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协

同创新态势向好。矩阵的对角线展示了各城市群

内部的创新合作（表4~表6）。南北分异依旧明显，

南方城市群虽出现一定的“同群不同团”特征，但各

城市群内部的合作关系在整体上均较北方城市群

更为密切。

5 中国区域创新结构的演变特征

5.1 南北分异与菱形构架——区域创新结构的演

变趋势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持

续嬗变，并出现两个演变趋势。一是无论整体创新

活力、高能级创新中心分布还是区域创新网络的

“中心—腹地”结构，区域创新的天平持续向南方倾

斜。二是一个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以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与成渝城市群为核心区域

的区域创新菱形构架日益稳固。

自 2017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需要

重视“南北差距”问题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

图5 不同时期区域创新网络中的社团与城市数量
Fig.5 The number of associations and cities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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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并从资本积累、体制机

制改革路径、营商环境、经济内生动力与市场活力

等方面展开原因梳理［32-33］，区域创新南北分异同样

受制于此。同时，本文认为南、北方截然不同的产

业发展路径也是区域创新分异持续扩大的主要原

因。在南方，以珠三角、长三角领衔的沿海开放区

域在先进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上一直

较北方保持优势，成都、重庆、武汉等诸多内陆城市

也在“十一五”以来借力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

重大区域战略，加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逆势

路径突破。相比而言，北方产业结构整体偏重，更

加倚赖资源型经济，部分省份不仅经济增速下滑明

显，产业转型也举步维艰，即便是经济体量最大的

山东，R&D人员全时当量在2018年也仅为江苏、浙

江与广东的 55.035%、67.317%与 40.426%，这显然

会抑制创新活力的提升。

就“菱形构架”而言，吴康、赖建波、樊杰等在对

中国城市体系、经济结构与人口流动的研究中均识

别了类似结构［35-37］，樊杰等则将其称为中国区域发

展稳定性菱形结构，并指出这是中国人才、技术与

资本的核心集聚地，并发挥着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重要作用［37］。显然，这在区

域创新结构中同样适用，北上深无需赘述，作为“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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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6—2010年重点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协同创新关系 (%)
Tab.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and within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6 to 2010 (%)

城市群

京津冀

山东半岛

哈长

中原

关中

长三角

珠三角

长江中游

成渝

海西

京津冀

15.131
26.560
55.769
34.016
32.075
26.533
14.037
26.136
33.513
22.396

山东半岛

4.091
12.166
3.365
15.574
4.245
2.129
1.926
2.841
14.116
2.083

哈长

2.651
1.039
8.654
0.820
0.000
0.328
0.317
0.568
0.431
1.563

中原

1.897
5.638
0.962
6.557
0.000
0.764
0.712
0.947
0.647
1.563

关中

1.554
1.335
0.000
0.000
5.660
1.219
0.396
1.326
1.185
0.521

长三角

33.326
17.359
8.654
17.213
31.604
33.048
35.409
23.864
20.690
28.125

珠三角

12.160
10.831
5.769
11.066
7.075
24.422
38.628
17.803
14.547
10.417

长江中游

3.154
2.226
1.442
2.049
3.302
2.293
2.480
12.500
2.478
2.083

成渝

7.110
19.436
1.923
2.459
5.189
3.494
3.562
4.356
5.603
4.688

海峡西岸

0.980
0.593
1.442
1.230
0.472
0.983
0.528
0.758
0.970
17.708

注：数值越大，合作占比越高。表5~表6同。

表5 2011—2015年重点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协同创新关系 (%)
Tab.5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and within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11 to 2015 (%)

城市群

京津冀

山东半岛

哈长

中原

关中

长三角

珠三角

长江中游

成渝

海西

京津冀

17.954
25.045
57.967
22.722
26.203
25.315
15.343
27.676
29.840
33.097

山东半岛

4.176
14.873
2.590
8.661
2.921
2.493
2.194
2.164
11.410
1.365

哈长

4.470
1.198
5.474
0.862
1.117
0.687
0.563
0.393
1.138
1.529

中原

2.284
5.222
1.124
3.525
0.945
3.111
0.532
3.287
1.818
0.601

关中

1.149
0.769
0.635
0.412
6.014
0.869
0.589
1.461
1.197
0.492

长三角

30.850
18.219
10.850
37.720
24.141
28.506
44.035
17.449
16.879
18.678

珠三角

11.200
9.607
5.327
3.862
9.794
26.378
18.874
20.006
18.135
13.381

长江中游

3.712
1.741
0.684
4.387
4.467
1.920
3.676
11.801
2.986
1.802

成渝

7.609
17.450
3.763
4.612
6.959
3.532
6.334
5.676
7.213
2.622

海峡西岸

2.284
0.565
1.369
0.412
0.773
1.058
1.265
0.927
0.709
21.518

表6 2016—2018年重点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协同创新关系 (%)
Tab.6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and within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16 to 2018 (%)

城市群

京津冀

山东半岛

哈长

中原

关中

长三角

珠三角

长江中游

成渝

海西

京津冀

19.451
44.565
49.259
37.014
37.964
37.394
17.706
33.471
27.092
44.947

山东半岛

6.673
11.025
2.051
5.678
2.392
2.122
1.933
2.205
9.716
0.814

哈长

2.307
0.642
9.039
0.511
1.476
0.864
0.565
0.503
1.028
0.759

中原

3.352
3.434
0.987
2.279
1.730
2.368
1.368
2.927
2.616
0.235

关中

1.327
0.558
1.101
0.668
3.766
0.635
0.613
1.328
1.160
0.488

长三角

30.089
11.405
14.850
21.041
14.606
24.642
29.369
17.999
14.714
12.963

珠三角

8.585
6.261
5.849
7.328
8.499
17.698
19.951
20.694
27.217
10.830

长江中游

4.618
2.032
1.481
4.460
5.242
3.086
5.888
7.839
3.184
1.338

成渝

6.191
14.827
5.013
6.601
7.583
4.178
12.826
5.273
5.014
3.001

海峡西岸

4.422
0.535
1.595
0.255
1.374
1.585
2.198
0.954
1.292
21.407



也是西部大开发的引领城市，重要的地理区位与国

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叠加使得成都的创新集核与区

域枢纽作用同步与日俱增，近年来已经成长为中国

区域创新第四极。

5.2 均衡与极化——重点城市群的差异化协同创

新模式

南、北方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截然不同。前

者趋向均衡，各城市群内部的创新能级差异日益缩

小、创新合作日益频繁；后者则趋向极化，各城市群

内部的创新分异持续加剧，创新合作日益减少。

迥异的协同创新模式是南北分异的产物，也是

南、北方城市群差异化发展模式的延伸。具体来

说：南方城市群的多中心特征较为明显，以长三角、

珠三角为例，通过测算 2006—2018年中国城市

GDP平均排名可知，两区域分别有 6个与 3个城市

进入前20名。成渝、长江中游、海西城市群同样拥

有除省会（直辖市）以外的创新增长极，如：在成渝，

绵阳作为重要的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中

国唯一的科技城，集聚了超 20万的专业技术人才

与 1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海西城市群的厦门、泉

州、温州等地也具备较强的产业经济与创新能力。

相比而言，北方城市群多为“一家独大”型，如北京

之于京津冀，哈尔滨、长春之于哈长，西安之于关中

等，“第二极”“第三极”的缺失使得上述引领城市极

易出现虹吸效应，削弱城市群的协同创新合力。

5.3 集聚经济与跨区域协同——创新增长极的兼

听则明特征

通过对“节点”与“流”的分析结果叠加可知，中

国的区域创新结构兼具集聚经济与跨区域协同的

双重特征。从“十一五”到“十三五”，中国区域创新

格局的集聚趋势日益显著，创新活动正在向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与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快速汇聚。同时，这些创新增

长极也在区域创新网络中扮演越发重要的中坚角

色，部分城市的中枢作用尤为明显，以北京为中心

的创新社团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涵盖近 200个
城市。

对于知识生产而言，上文已经提到，部分学者

就信息化时代地理邻近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提出质

疑，并提出创新“超本地效应”大于“本地效应”的论

断，但在中国，两者并非相悖，而是越发趋向在少数

创新增长极互动、叠合，这与周灿等提出的择优链

接［29］和Bathelt等提出的“本地蜂鸣—全球管道（Lo⁃
cal buzz-Global pipeline）”模式更为接近［26］。首先，

地理邻近带来的集聚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并

未削弱。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创新增长极拥有

具备显著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与人才池，这可为

知识生产者提供更为便捷、优质的知识学习与溢出

通道，而默会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性与人才有限的

机动性也使得知识生产者偏好“抱团取暖”［24］，以期

构建更为紧密的知识、社会与制度网络。同时，在

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知识分工细化使得部分知

识生产出现复杂化、多主体化趋势，合作创新与知

识产权分享越发重要，创新增长极作为知识的集聚

地，较其他区域拥有更多的知识生产部门与创新资

源，进而会在区域创新网络中扮演中枢角色。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6—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

据，兼顾创新“节点”与创新“流”，从区域创新格局

与区域创新网络入手，探讨“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

创新结构演变。主要结论包含：①中国区域创新结

构总体上呈现两个演变趋势：一为不断加剧的南北

分异，特别是在剔除首位城市之后。二为日益稳固

的“菱形构架”，其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

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与成渝城市群为核心腹

地。②重点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迥异，南方城市

群的创新活动分布趋向均衡，各城市群内部的创新

能级差异逐渐缩小、合作日益频繁。北方城市群则

出现极化趋势，不仅城市群内部的创新分异加剧，

合作减少，城市群之间合作也相对乏力。③中国的

区域创新结构兼具集聚经济与跨区域协同的双重

特征，一小部分创新增长极不仅集聚了越来越多的

创新活动，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也扮演着越发重要的

中枢角色。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下一阶段中国区域创新发

展与结构调控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抑制南北创新

分异迫在眉睫。建议北方以城市群为主体，整体制

定区域创新发展规划，加大力度培育城市群的创新

“第二极”“第三极”。同时，以天津、青岛、哈尔滨等

中心城市为主体，构建协同创新型都市圈，以增长

极带动的模式助力区域创新能效提升。②建立更

加有效的城市群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创新要素自由

流动与高效配置。建议各城市群合理利用政府、市

场等各方优势，通过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联

系，成立协同创新发展基金，推行科技人才跨区域

交流等协同创新路径，织密区域创新合作网络，以

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区域协同创新。③充分发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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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成渝城市群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

键作用。作为“菱形构架”的西部顶点，成都与成渝

城市群汇聚了大量创新资源，在轨道交通、信息技

术、生命医学等先进技术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应充

分利用地缘政治与创新能力优势，引领国家区域创

新体系构建。如：以成都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

主体，建设对接“一带一路”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在合适时机设立中国第五个、也是西部第一个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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